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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
国家治理观上的实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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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内容提要铱 国家治理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优先

于国家, 国家最终走向消亡, 与自由主义治理观的基本理念表面相似。 然而对于为何要回归社会、
回归何种社会以及如何回归社会, 两者存在本质性的分歧。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在特定的生产关系

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 自由主义试图以经济作为治理术来实现社会的自我治理, 然而在资本

关系中, 财富增长的同时是贫困的增长, 而国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强大的反作用。 不仅如此,
现代社会具有市民社会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的二重性, 回归社会首先需要回答回归何种社会。 “自由人

的联合体冶 超越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二元对立, 然而它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的, 在这个过程中, 国

家职能将会被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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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当前我国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
然而在我国学术界有关国家治理问题的讨论中, 西方自由主义治理理论被大量引用, 对马克思主义

国家治理观的重视程度和挖掘深度不够, 甚至存在以自由主义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的现象,
认为两者都提倡社会优先于国家, 因此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就应该弱化国家,
由社会充当治理主体。 在多元治理话语交汇、 交锋的背景下, 要破除这种似是而非的认识, 就需要

从源头厘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国家治理观上的根本性分歧, 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

的深层逻辑, 构建与我国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

一、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的分歧

自由主义起源于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时期, 是对资产阶级争取并维护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权利

的理论反映。 在其国家治理理论中,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构成其最核心的问题。
在古希腊, 国家与社会并没有区分开, 亚里士多德当时所使用的城邦 (koin觝nia politik佴) 并不

具有社会的含义。 欧洲中世纪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区分, 为后来国家与社会的区分奠定了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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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在现代社会, 资产阶级的崛起提出了自由发展经济的权利要求, 这就使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变

得清晰。 作为这种现实的反映, 古典自由主义应运而生。 近代社会契约论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代

表。 他们以自然法为理论武器, 来论证社会相对于国家的优先性, 认为正是社会让渡权利, 才使国

家得以产生, 国家存在的必要性在于维护社会的权利。 社会与国家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从逻辑上看, 社会构成国家产生的基础。 然而国家一旦存在, 就会取得外在于社会的自主性, 国

家与社会就演变为二元对立的关系。 潘恩在 《常识》 中将政府与社会区分开, 认为应该时刻警惕政府。
“好些人一开始就把社会和政府混为一谈, 仿佛这两个概念彼此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或甚至于就没有区

别, 但实际上这二者不但不是一回事, 甚至连起源都是不同的。冶淤 他认为, 国家起源于人性的恶, 目

的在于制止恶, 即使是最好的国家, 也是免不了的祸害。 社会则是源于欲望, 能够增加我们的幸福。
重农学派则从经济学的视角将潘恩的命题激进化。 他们认为在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界都存在着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 魁奈在 《经济表》 中深入经济现象背后揭示这种自然秩序。 他将整个社会分

成生产者阶级、 土地所有者阶级以及非生产阶级。 这三个阶级以流通为中介实现了纯产品在国民经济

中的循环, 使社会简单再生产得以进行。 因此人类社会在自然秩序的作用下就能达到平衡, 国家应该

“取消一切现存的妨碍工业和贸易的关税、 税赋、 补贴、 限制和管制冶于, 放开谷物价格, 实施贸易自

由, 通过实物来统治人类, 从而将国家变为社会的附属品, 取消其存在的必要性。
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与自由主义者的论述似乎存在着两个基本的相似点。 一是社会

与国家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二是国家与社会的对立。 然而这种表面的相似背后是实质的分歧。
在 《莱茵报》 工作时期, 马克思从理性国家观的立场出发, 认为国家与社会并非是对立的关

系, 相反, 国家作为自由人相互教育的联合体, 是社会存在的目的盂。 然而随着进一步的研究, 马

克思逐渐改变了这种看法, 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中, 马克思认为不是国家决定社会的存在, 相

反, 是社会决定国家的存在。 此时他将社会主要理解为私人物质生活的领域, 不具有普遍性榆。 随

着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 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分工和交换生成了社会的普遍性, 在此基础上,
产生了国家。 “在生产、 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 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 相应的家庭、
等级或阶级组织, 一句话, 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 有一定的市民社会, 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

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冶虞 社会并非铁板一块, 而是由不同的阶级构成, 国家只是生产资料所

有者阶级管理共同事务的委员会。 “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 是该时

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冶愚

就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 马克思的思想呈现出丰富的历史性。 自由主义从人性论出发来

论证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 认为社会起源于人的理性, 国家则源于人性的丑恶和贪婪。 这就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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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美页 托马斯·潘恩: 《常识》, 何实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年, 第 2 页。
也美页 E. K. 亨特: 《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 颜鹏飞译,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第 27 页。
“国家本身教育自己成员的办法是: 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成员; 把个人的目的变成普遍的目的冶, “与此相反, 社论不是把国

家看作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冶。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第 217 页。 马克思此处对国

家的理解具有浓厚的黑格尔主义色彩, 在他看来, 国家作为理性的共同体, 构成了个人存在的目的。
根据黑格尔的思想, 市民社会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两个基本规定, 然而马克思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和 《论犹太人问

题》 中主要从特殊性来把握市民社会。 例如, “他把国家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普遍东西同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和需求对立起来冶,
“现代的市民社会是实现了的个人主义原则; 个人的存在是最终目的; 活动、 劳动、 内容等等都只是手段冶。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 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第 92、 101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0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43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584 页。 马克思除了强调国家所具有的阶级性外, 还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资本论》 《法兰西内战》 中分析了国家所具有的相对自主性, 对社会的反作用。 其反作用的方向有

促进、 阻碍或影响不大三种可能性。



着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是抽象的、 永恒的。 然而马克思则以历史的眼光分析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

立关系的产生以及发展趋向, 指出, 在中世纪国家与社会并没有截然区分, 直到 18 世纪随着现代市

民社会的真正形成, 国家与社会才成为两个独立的领域淤。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 马克思恩格

斯阐述了两者对立的经济根源。 因为私有制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摆脱了共同体的形式, 使市民社会呈

现出一种人对人是狼的关系状态, 政治国家相比较而言, 具有共同体的存在形式, 呈现出与市民社

会截然不同的存在样态。 “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 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

之外的独立存在。冶于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存在是现代私有制发展起来后的产物, 并非是一种永恒

的人类现象盂。
与自由主义者抽象地强调社会与国家的对抗性质不同,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与社会具有怎样

的关系, 与进行统治的阶级本身的性质有关系。 以 “意识形态冶 为例, 在革命时期, 进行革命的阶

级为了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 它使自己 “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冶, “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

式冶榆, 这时它的意识形态具有更多的兼容性。 随着革命的阶级变身为统治阶级后, 在统治初期, 他

们具有更多的历史进步性, 因此也就能够更加忠实于事实本身, 使意识形态具有更大的兼容性。 然

而随着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稳固, 与被统治阶级矛盾不断尖锐化, 意识形态的兼容性逐渐减弱。 由

此可见, 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并不是抽象的兼容抑或是对抗, 而是需要深入特定的历史情境, 分析各

阶级的存在处境与斗争情况。

二、 经济作为治理术并不能实现社会的自我治理

自由主义治理观最为核心的主张在于弱化国家, 强调社会本身所具有的治理能力。 自重农学派

一直到当代新自由主义则将这种主张落实为将经济作为一种治理术。 福柯在 《治理术》 中对此作了

总结: “这就是确立治理艺术的核心问题: 把经济引入到政治实践中。冶虞

经济之所以成为治理术, 与从自然性来规定人性有关。 文艺复兴运动肯定人权, 反对中世纪的

禁欲主义, 摒弃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 人在中世纪被忽略的感性的一面

得到极大的重视, 人的肉体存在与各种欲望不再是低俗可鄙的。 文艺复兴运动对近代欧洲的学术生

活造成了持久的影响。 在洛克对人各项权利的规定中, 生命权是人的一项重要权利。 而功利主义则

从人的感觉出发, 认为大自然将人类置于苦与乐两个主人的主宰下, 人类本性就是趋利避害, 追求

幸福的最大化, 从而将政治学变成一种感觉计算的科学。 “这些计算的目标是为了有效地寻求治理

人民的艺术。冶愚 功利主义构成了古典经济学的哲学理论基础, 从人的感性欲望出发, 形成了自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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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中, 马克思以政治等级向市民等级的转变来说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 在中世纪, 市民等

级与政治等级是同一的, 然而在现代社会, 两者实现了分离。 “只有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分离才表现出现代的市民社会和政治社

会的真正的相互关系。冶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第 91 页。 在 《论犹太人问题》 中, 马克

思指出, 市民社会在现代克服了政治因素的纠缠, 而政治国家也实现了自身的普遍性, 因此 “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就是市民

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冶。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第 187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584 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 其根源在于市民社会自身内部的对立。 在市民社会诸多的对立中, 最为根

本的对立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 因此在 《共产党宣言》 中,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 “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

务的委员会罢了冶。 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33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552 页。
Foucault,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侉ge de France 1977-1978, Translated by Graham Burchel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 133.
也法页 皮埃尔·罗桑瓦隆: 《乌托邦资本主义》, 杨祖功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 第 156 页。



经济人基本理念, 将财富总量的增大规定为实现幸福最大化的恰当手段。 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代表

是斯密和李嘉图。
斯密将自己的经济学著作以 《国民财富的原因与性质的研究》 来命名, 就体现了他的基本思

路, 即以国民财富的增加来实施治理。 在斯密看来, 所谓的国民财富是 “一国国民需要的全部必需

品和便利品供应冶淤。 财富的源泉是劳动, 影响国民财富总量增加的因素有两个: “第一, 国民劳动

在一般运作中所体现的技能、 熟练和判断; 第二, 从事有用劳动的人和不从事这种劳动的人的人数

比例。冶于 即劳动生产效率和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 对于第一方面, 斯密主要由人的利己本性与分工

劳动来分析, 认为分工劳动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 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减少在不同操作中变

换的时间浪费, 并促使新工具的发明和技术的进步。 而个人在利己心的推动下, 能够比政治家或立

法家做出更为明智的判断, 知道将资本投入到什么领域。 对于第二方面, 这个比例取决于所拥有的

资本总量与社会政治状况。 因此资本家应该节俭, 不断扩大他所拥有的资本总量。 另外, 非生产性

人数应该被限制,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生产性劳动者人数。 在这些因素的总和作用下, 劳动生产力提

高, 国民财富总量增加。 “由于实行劳动分工的所有不同行业的产量成倍增长, 在一个治理得很好

的社会出现普遍的富裕, 推广到了最底层的人民。冶盂 这意味着财富总量的增长消除了贫困现象, 整

个国家处于一种国泰民丰的状态。
李嘉图在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中, 区分价值与财富, 认为价值取决于生产的难易程度,

而财富则是使用价值, 是由 “生活必需品、 享用品和娱乐品冶 构成。 生产力的增加能够增加社会财

富总量, 更好地满足人的需要, 从而普遍惠及社会各个阶级。 “由于鼓励勤勉、 奖励智巧并最有效

地利用自然所赋予的各种特殊力量, 它使劳动得到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分配; 同时, 由于增加生产总

额, 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 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

的社会。冶榆 李嘉图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 将趋乐避苦规定为人的本性, 认为人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

地满足自己的需要, 然而生产制约着需要的满足, “我们都喜欢买进、 喜欢消费, 困难是在于生

产冶虞。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 李嘉图最终不惜将人等同于机器或负重家畜。
古典经济学试图通过经济人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来实现社会的善治, 并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增加

社会财富总量, 由此来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 他们仅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把握经济, 而没有看到

在人与物的关系背后所隐藏的人与人的关系愚。 恩格斯在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中对这种观点进

行了批判。 “国民财富这个用语是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努力进行概括才产生的。 只要私有制存在

一天, 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 英国人的 ‘国民财富爷 很多, 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冶舆 财

富的生产和分配虽然并非毫无关系, 然而财富生产出来, 并不能保证它会被生产者所占有。
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 马克思对斯密的理论同样进行了批判, 指出即使在斯密所谓

财富正在增加的社会中, 工人阶级也居于不利地位。 除了靠货币利息生活的最富有的人之外, 资本

家都必须使自己的资本盈利, 于是他们之间的竞争加剧, 大资本家吞并小资本家, 一部分小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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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英页 斯密: 《国富论》, 杨敬年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第 1 页。
也英页 斯密: 《国富论》, 杨敬年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第 2 页。
也英页 斯密: 《国富论》, 杨敬年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第 14 页。
也英页 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郭大力、 王亚男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2 年, 第 113 页。
也英页 彼罗·斯拉法主编: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 2 卷, 蔡受白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年, 第 237 页。
李嘉图是典型代表, 他没有看到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 导致他认为早期社会捕鱼用的独木舟和索具、 猎人使用的武器都是

资本。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60 页。



级沦为工人阶级。 其结果是一方面资本家数量减少, 另一方面则是工人阶级人数增多, 从而使工人

阶级更加依赖于少数大资本家。 因此 “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 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

动过度和早死, 沦为机器, 沦为资本的奴隶 (资本的积累危害着工人), 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

工人饿死或行乞冶淤。 在 《资本论》 中, 马克思将 “国民财富冶 的本质归结为资本, “把 ‘国民财

富爷, 也就是把资本的形成、 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和他们的贫穷化当做全部国策的极限冶于。
将经济作为治理术, 本身并不存在问题。 问题在于资产阶级治理的目的并非实现社会的普遍富

裕, 而是满足他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 这就导致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与工人的贫困

并存。 “18 世纪的人还不像 19 世纪的人那样清楚地了解到, 国民财富和人民贫穷是一回事。冶盂 这意

味着以经济作为治理术, 并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善治。

三、 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具有的积极作用

自由主义都倾向于将国家作为一种恶, 限制国家的作用。 然而马克思在 《资本论》 及其手稿

中, 分析了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与维持中的积极作用, 指出暴力也是一种经济力, 所

谓的守夜人———国家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 国家从来就没有缺席。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离不开国家的暴力保障作用。 “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

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冶榆 马克思在 《资本论》 第 1 卷第 24 章 “所谓原始积累冶 部分对资本

家所拥有的较大量的资本进行了分析。 这些较大量的资本有三种来源。 第一种是由小行会师傅、 小

手工业者甚至雇佣工人转变来的小资本家, 通过扩大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获得。 但马克思指出这个

过程就像蜗牛爬行一样缓慢, 无法满足当时突然扩大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 第二种是中世纪就已

经存在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 第三种是在国家暴力的保障下获得的。 具体包括 “殖民制度、 国

债制度、 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冶虞。 这些方法的共同点是都利用了国家的权力, 以集中有组

织的暴力为后盾, 在较短的时间迅速积累大额的资本。 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 奴役, 宗主国不仅获

得了在殖民地的专属经营权, 扩大了销售市场和廉价的原材料产地, 而且还直接获得了大量的劳动

力和黄金白银, “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 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 源源流入宗主国, 在这

里转化为资本冶愚。 国债和现代税收制度, 将劳动人民的收入聚集并转化为资本, 充当进一步剥夺劳

动人民的手段, 同时却使金融家、 包税者、 商人和私营工厂主大发横财。 保护关税制度是 “制造工

厂主、 剥夺独立劳动者、 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资本化、 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

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冶舆。
劳动力商品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关键点。 它具有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劳动者具有

人身自由, 二是劳动者一无所有, 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商品。 前一个条件, 是由资产阶级革命实现的,
它使劳动者摆脱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 获得自由。 后一个条件, 是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实现的,
然而资本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将劳动者从他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剥离出来, 法律在这个过程中起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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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按照中世纪的习惯法, 农民是公有地的共同所有者, 从底线上保障了贫困农民的基本生存权

利。 资产阶级通过一系列的法规手段, 以及议会工具, 剥夺了农民的这个权利。 早在 《莱茵报》 工

作时期, 马克思就报道了林木所有者在省议会辩论中, 试图通过将贫农拾捡枯枝、 采摘野果的行为

定义为盗窃来剥夺他们自中世纪就拥有的习惯权利, 从而将贫民推入犯罪的深渊。 在 《资本论》
中, 马克思再次记载了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惜利用议会出台法律, 将公有地占为己有的过

程。 到了 19 世纪, 公有地概念逐渐为人们所遗忘, “1801 年到 1831 年农村居民被夺去 3511770 英亩

公有地, 并由地主通过议会赠送给地主冶淤。
然而在传统宗教习惯的影响下, 被剥夺了土地和基本生存资料的农民并没有自愿走进资本家的

工场, 他们宁愿做贫穷的流浪汉, 也不愿在工场中失去自由。 为此, 亨利八世、 爱德华六世、 伊丽

莎白、 詹姆斯一世、 路易十六都出台了严酷的反流浪法。 在 《资本论》 第 1 卷第 24 章, 马克思大量

列举了这些严酷的法规。 这些法规的共同特点是通过残酷的肉体惩罚以及子女被充奴隶的方式, 禁

止失地农民流浪。 在这些严刑酷法的作用下, 大批流浪汉和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走进了资本家的工

场去做工。 在工场中, 工人们不断被规训, 经历肉体强迫到肉体改造, 再到心理顺从的过程, 变为

有纪律的现代工人。 马克思总结到: “被暴力剥夺了土地、 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
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 通过鞭打、 烙印、 酷刑, 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冶于

古典经济学家普遍强调自由放任市场的作用, 限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还处于襁褓之时, 资产阶级国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全面的保护。 政府不仅规定了工资的最

高限度, 而且还任命治安法官根据季节和物价的变动来规定工人的具体工资, 甚至还对给工人高工

资的资本家进行惩罚。 为了维持工人的低工资, 一方面是各种禁止工人结社的法规出台盂, 另一方

面却是, 资本家联合起来反对工人的权利得到议会和法律的支持和保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与维持同样离不开国家的存在。 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 为了尽可能

多地使资本增殖, 资本家迫使工人在恶劣环境下超长时间高强度地劳动。 为了节约可变资本, 资本

家利用童工和妇女来代替熟练工和成年男工。 这不仅导致工难、 矿灾等问题层出不穷, 而且也造成

了人的自然力从根源上的枯竭。 工人们被迫游行示威、 罢工抗议。 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
使资本主义生产能够继续进行, 国家不得不着眼于资产阶级整体的利益, 以立法为手段, 来缓和社

会矛盾, 协调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 以 19 世纪英国为例榆, 不同版本的工厂法以及与特定行业相关

的法规不断被制定并颁布。 这些法律法规对劳动者工作日长度、 劳动条件、 劳动者的年龄等做了相

应的规定虞。 例如, 1845 年公布的 “印染工厂法冶 将儿童和妇女的工作日限制为 16 小时。 1860 年

出台的关于漂白厂和染厂的法令规定禁止使用妇女做夜工, 并要求配有一定的冷却设施。 1863 年的

专门法令禁止面包房在晚上 9 点至早晨 5 点使用 18 岁以下的面包工人愚。 其他国家在英国工厂法以

及工人斗争的影响下, 也制定了相应的工厂法。 如, 法国通过了 12 小时工作法律, 使在英国只有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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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8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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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前者倾向于联合起来, 以提高劳动工资; 后者亦倾向于联合起来, 以降低劳动工资冶。 见 也英页 斯密: 《国富论》, 杨敬年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第 87 页。

在 《资本论》 第 1 卷第 3 篇第 8 章 “工作日冶 部分, 马克思详尽地考察了英国 1833 年至 1864 年的不同版本的工厂法以及

专门法规对工作日以及劳动者劳动条件的规定, 以及英国工厂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参见王代月: 《回归历史———基于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的视角》,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 第 252 页。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341-344 页。



女、 少年和儿童享受的权利普遍化。 在各国工人运动推动下, 劳动时间进一步缩短为 8 小时淤。 这

些法令通过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生存状况,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之间尖锐的矛盾, 维护了资

产阶级整体的利益。
古典经济学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经济秩序, 使资产阶级获得经济发展的自由权利, 他们从经济

秩序内在的运行规律入手论证社会的生成与发展, 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而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产生发展过程的研究, 揭示古典经济学有关国家与经济关系的理论是一种意识形态理论, 没

有如实地反映现实经济生活。 就像法国学者皮埃尔·罗桑瓦隆在 《乌托邦资本主义》 中所说的:
“人们常说, 19 世纪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 这种看法似是而非。 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确把它的

法则强加给了整个世界, 反之, 自由主义却奇怪地在这个运动中缺失。冶于

四、 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 超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

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历史走向存在着相似的判断, 即国家要走向消亡, 回归社会。
然而这种相似的表述背后, 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 即回归何种社会。

自由主义者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 将社会与自然状态对比, 倾向于将社会规定为善, 认为 “社
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冶, 能够使得我们 “一体同心, 从而努力地增加我们的幸福冶, “鼓
励我们互相之间的交流冶盂。 斯密认为市场交换实现了个人利益向社会普遍利益的转换, “他对他们

的需要做出丰富的供应, 他们也对他的需要作出同样丰富的供应, 于是社会的所有不同阶级都变得

普遍富裕起来冶榆。 自由主义对市民社会勾勒出了特殊性与普遍性得到辩证统一的和谐景象。
马克思在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中, 发现了现代市民社会具有二重性, 既是同权市民所构成的

社会, 同时又是资产阶级社会。 同权市民社会的原型是简单商品交换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市

场交换领域。 所有权和人格的平等是其最为核心的构成要素。 在简单商品交换关系中, 要满足自己

的需要, 就需要借助于交换获得他人的劳动产品, 这是以对他人劳动所有权的承认为条件的, 在此

基础上奉行着等价交换的正义。 因此马克思评价这个领域是 “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 那里占统治

地位的只是自由、 平等、 所有权和边沁冶虞。
与这种其乐融融相反, 现代市民社会的另外一面是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关系。 在这个领域不存在

平等和自由。 劳动者在资本家的强制下劳动。 虽然资本主义为了实现剩余价值, 进一步推动了商品

货币关系的发展。 然而, 交换关系并不具有本质的规定性, 特别是资本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交换,
在形式上他们作为独立的人格, “是一般交换者之间的平等和自由的关系冶愚。 由于资本家用来与劳

动者交换的是劳动者过去劳动的结果, 因此所谓的自由平等的交换只是表象, 是 “纯粹的假象冶舆。
马克思以普照光的方法指出了究竟如何分析一个多层次社会的本质。 决定社会性质的是当时社

会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 对于资本主义, 资本构成了起点和终点, 因此是决定性的因素, 规定

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 在资本关系中, 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性构成了本质性规定。 由此马克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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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 中对古典经济学家的论证逻辑进行了讽刺: “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 谁也不管别人, 所以

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谐下, 或者说, 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 完成着互惠互利、 共同有益、 全体

有利的事业。冶淤 在存在尖锐利益分歧的社会, 仅仅靠着利己心无法实现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辩证

统一, 社会所谓的和谐景象仅仅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囿于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视角, 对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从它的外部表现形式来描写的结果。
在 《论犹太人问题》 中, 马克思曾经以历史的视角分析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生以及它的意义。 在

中世纪, 政治与经济混在一起, 经济直接就具有政治的含义。 “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具有政治性质,
就是说, 市民生活的要素, 例如, 财产、 家庭、 劳动方式, 已经以领主权、 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

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冶于 然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 将政治国家从市民

社会的纠缠中提升出来, 市民社会由此成为特殊性的领域, 政治国家成为普遍事务的领域。 由政治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这种历史关系可以看出, 超越政治国家, 同样意味着超越市民社会。 所回归的社

会是一种新质的存在, 它的实质是一种真正的共同体。 在 《共产党宣言》 中, 马克思恩格斯将其概

括为自由人的联合体。
自由人的联合体具有几个基本的规定性。 在生产方面, 实现了生产者的联合, 消灭了生产资料

私有制, 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 生产者的劳动一开始就是在合作中进行的, 具有直接的社会

性质, 不再需要通过交换, 以货币的形式来表现其劳动的社会性。 因此这就消灭了物对人的奴役和

支配, 以及一部分人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经济、 政治、 教育等的垄断权。 国家在这个阶段对

社会关系的干预变得多余, 逐渐地走向了自行消亡。
在社会关系方面, 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 马克思恩格斯比较了虚假、 冒充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 认为在虚假和冒充的共同体中, 个

体并非自由地进入这种共同体, 在其中, 一部分人的自由发展以另外一部分人得不到自由发展为条

件, 然而在真正的共同体中,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构成了其他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真正的共同体, 取代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存在。 然而它的实现需要一

系列的基本前提条件。 首先, 生产力要充分发展, 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否则一切陈腐的东西

又会死灰复燃。 其次, 对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的占有需要占有者素质达到相应的程度。 这不仅表现

在个人要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 超越仅仅从占有和拥有的角度来看待物和同类的道德水准, 培养自

己多方面的才能, 建立全面的需求体系, 将劳动作为享受, 更为重要的是要实现人的社会化, 劳动

者联合起来, 才能占有作为总和形式的生产力。
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国家消亡, 在实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国家

消亡不等同于回归市民社会, 相反, 国家消亡和市民社会消亡是同一个过程。 在这个消亡的过程中,
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崭新的人类存在样态得以产生。

不仅如此, 在自由人联合体建立的过程中, 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 《共产党宣言》 中,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了未来共产主义革命的具体措施, 其中就包括夺取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 “工人

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 争得民主冶盂。 后来马克思在 《1848 年至 1850 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中再次指出, 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在 《哥达纲领批

判》 中, 马克思将无产阶级专政明确规定为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政治形式。 因

·931·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国家治理观上的实质分歧

淤
于
盂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205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44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52 页。



此, 回归社会存在着强化国家专政职能, 加强民主建设这样一个阶段。 只有通过强化国家的政治职

能, 才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为建立新的人类共同体创造条件。

五、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对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超越了自由主义的抽象性, 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中, 具体

分析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 揭示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经济根源及国家回归社会的具体

条件, 实现了对自由主义国家治理观的变革,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现代化具有启示价值。
启示一, 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反对盲目套用西方自由主义

治理理论, 坚持和加强国家在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加强国家自身的建设, 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西方自由主义治理理论以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为基本的逻辑前提, 这源于西方的历史和文化

传统。 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 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实力的壮大, 催生了市民社

会的产生, 资产阶级在反对重商主义经济政策, 争取经济自由和政治权利的过程中, 他们提出了社

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优先性。 然而社会虽然被视为治理的主体, 却并没有真正破解资本主义发

展的危机。 皮凯蒂在 《21 世纪资本论》 中利用充分的数据说明在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之间所存在的

巨大差距, 预测了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差距将会继续拉大的发展趋势。 虽然他有关何谓资本、 何谓收

入等基本概念与马克思存在根本分歧, 然而对于资本主义所存在的治理危机现实的分析, 与马克思

得出相似的结论。 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出现治理危机, 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究竟是国家还是社会充

当治理主体, 而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社会化的生产力被束缚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追求剩余价值

的狭隘目的上。 这种内在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危机, 治理危机仅仅是其症状而已。 新自

由主义没有找到社会危机的根源, 试图回到古典自由主义来解决问题, 理论与实践都证明在社会存

在根本利益分歧和矛盾的情况下, 他们破解危机的方案必然是徒劳无益的。
在我国, 社会与国家并没有呈现出西方国家那种典型的二元对立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后, 为了迅速地发展生产力, 改变当时我国一穷二白的局面, 国家地位被强化, 社会国家化。 改革

开放之后, 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放权让利的措施, 以及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促使

社会获得一定的发展。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与社会形成了二元对立的关系。 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虽然劳动与资本对立的关系依然存在, 但并不占主流, 这就消除了国家

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经济根源。 我国社会自主空间的扩大与自治能力的提高, 有赖于国家的制度安排

与治理策略的调整。 我国政府通过自觉地转变职能, 规范权力运行, 简化行政审批手续, 推动了社

会的自主性。 此外, 我国社会目前处于转型和改革攻坚叠加时期, 社会利益冲突和矛盾凸显, 社会

阶层分化。 而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 在我国目前的发展却存在

着结构不合理、 定位不清、 治理能力不强等问题, 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中能力有限。
国家与社会其他组织相比, 掌握着暴力的合法使用权、 物质经济资源和丰富的智库资源, 具有其

他社会组织所不具有的优势, 是最重要的治理主体。 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 关键在于加强国家自身的建设, 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在价值目标上, 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追求、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规定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奋斗方向。 在改

革发展道路上, 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在具体策略上, 突破不合时宜

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弊端, 构建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建设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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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二, 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必须将社会治理引入国家治

理体系, 培育社会治理的能力, 引导社会治理的健康发展。
虽然在特定历史阶段, 由于社会利益冲突的存在, 国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然而国家回归社会,

社会以自由人联合体的形式实现治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就治理理念自身而言, 它与统治的主

要区别体现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国家治理是政党治理、 政府治理、 社会治理、 市场治理的综合。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内在地要求将社会治理引入国家治理体系, 培育社会治理的

能力, 引导社会治理的健康发展。
首先, 国家应该进一步简政放权, 清晰界定国家、 社会和市场的边界, 给予社会更多的空间和

自主权, 让社会发挥在治理中的积极性, 形成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 法治保

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其次, 通过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特别要健全利益表达、 利益协调、 利益保护机

制, 实现对社会不同利益的整合, 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 表达诉求、 解决纠纷。 再次, 推动和引

导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 根据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基金会管理条例》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 的规定, 我国社会组织采取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的双重管理体制, 这加大了社

会组织成立的难度, 导致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倾向淤。 基于双重管理体制给社会组织发展所带来的制

约性影响, 全国各地从 2011 年开始探索直接登记制度。 2016 年 8 月 21 日公布的 《关于改革社会组

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区分了不同行业和性质的社会组织, 对行业协会商

会类、 科技类、 公益慈善类、 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规定了可以向民政部门直接登记, 民政部门

审查直接登记申请时, 需广泛听取意见, 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或组织专家进行评估。 这简化

了社会组织成立的手续, 降低了门槛。 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如在社团登记、 更名、
年检和管理方面需进一步简政放权, 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同时, 对于已经成立的社会组织,
应该加强监督和管理, 并加大社会组织的党建力度,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社会组织的公共性

精神, 避免社会组织对内开放对外封闭以及在利益的驱动下沦为西方的利益集团。
启示三, 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必须超越以经济作为唯一的

治理术, 树立多层次多领域全面治理的理念。
古典自由主义将经济作为一种治理术, 试图通过国民财富的增加实现国家的善治。 新自由主义继

承了斯密的基本思想, 迷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具有的调节能力, 以及萨伊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

理论, 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 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 我国在 1978 年实现了

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改变了我国在改革开放

之初的落后局面, 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过去没有显现的

问题不断出现, 如环境污染、 收入差距拉大、 社会道德变得脆弱。 经济发展虽然是民族富强、 人民幸

福和国家发展的前提条件, 然而仅仅有经济发展显然不够。 就像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所写的: “问题

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 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
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

示的, 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冶于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经济作为治理术, 不断向民众许诺更为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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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组织提供资源和承担风险, 导致这些组织产权相对不清, 部分民间组织违背非盈利性原则, 按照市场利益原则运营, 利益驱动着

它们对治理的参与, 具有演变为西方利益集团的倾向。 与此相反的另一面却是, 除了传统的共青团、 妇联、 科协等具有浓厚官方色

彩的社会组织外, 对业务主管部门的依赖也导致其他社会组织存在行政化倾向, 与民众脱离, 使民众失去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渠

道, 挫伤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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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的物质生活, 现代主义的文化消解了西方宗教文化中的禁欲苦行淤, 人们沉溺于物质的安逸享受

中, 被体制同化为单面人, 变得富裕却并不幸福。 不仅如此, 将经济作为唯一的治理术, 把人规定

为贪得无厌的经济人, 向自然无限攫取, 造成了人内心的焦虑与自然的不堪重负, 其结果是人与自

然、 人与人、 人与社会的对立和矛盾。
超越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将经济作为唯一治理术, 就需要我们确立全面治理的思想。 就

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 ‘五位一

体爷、 战略布局是 ‘四个全面爷。冶于 全面治理囊括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五个方面, 而

不仅仅是经济一个维度。 其中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治理至关重要。 在政治方面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各方

面的制度规定, 特别是收入分配制度。 物质财富不仅要被生产出来, 还需要通过既符合我国国情,
同时又能体现公平正义的分配方式将其分配出去, 从制度上消除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存在的一部分人

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偿地占有另外一部分人的劳动产品, 导致劳动者越劳动越贫穷, 从而使所谓

的国民财富沦为口号的不合理现象。 这就要求按照 “调高、 扩中、 提低冶 的总思路, 在初次分配中

就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政府和社会共同构筑起以权利公平、 机会公平、 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

公平保障制度体系, 增加人民的获得感, 实现共建共享。 在文化方面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

盛,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1992 年党的十四大就已经明确提出 “坚持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冶, “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 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冶。 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就需要重视主流

意识形态在引领社会思潮、 凝聚社会共识、 增强国家认同方面的作用,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

国民教育、 精神文明创建、 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 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健康的价值

观, 将德治融入依法治国。
综上所述, 在加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需要立足现实, 着眼于未来,

发挥国家的治理主体地位, 使政党、 政府和社会在治理中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那种将马克思主义国

家治理观简化为 “回归社会冶, 使其自由主义化的倾向不具有合法性, 对于当前我国加强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会产生误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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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贝尔在 《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中指出, 资本主义精神具有两面性, 一是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 另外一个是贪

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 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宗教冲动力逐渐式微, 只剩下经济冲动力, 人由此失去终极意义而丧失目标, 变

得盲目空虚。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摇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第 19 页。



海外毛泽东研究的 “第六次论战冶 及其学术效应
*

———围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批判

张摇 明

揖内容提要铱 海外学者对以张戎版 “毛泽东传冶 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批评, 构成

了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 “第六次论战冶。 此次论战的核心议题主要包括毛泽东研究中先在理论预

设的合理性问题、 研究中史料使用的逻辑边界问题、 研究赖以支撑的方法论的自我审视问题以及关

于张著所谓 “学术性光环冶 的虚伪性问题。 此次论战从根本上超越了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以往爆发

的历次论战, 具有更具普遍性、 更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这种超越的核心, 主要体现在对毛泽东研究

“基准线冶 的坚守与捍卫, 从学术理路上标志着当代海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理论转型, 其中凸显的

若干核心问题对于深化拓展国内毛泽东研究、 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揖关键词铱 海外毛泽东研究摇 第六次论战摇 历史虚无主义

作者简介: 张明 (1987- ),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副教授

(江苏南京摇 210046)。

无论是从中国近代史, 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 毛泽东及其思

想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也正因为如此, 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也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集中 “发难

点冶。 一段时期以来, 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在国内沉渣泛起, 而且在海外也存在

一定市场与影响, 诸如 20 世纪 90 年代所谓 “私人医生回忆录冶 和新世纪张戎 (Jung Chang) 所谓

“鲜为人知的故事冶 (以下简称张著) 之类。 经过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诸多学者的批判性研究与回

应, 以及大量权威毛泽东文献的公开出版, 所谓 “私人医生回忆录冶 已从根本上被证伪。 然而, 张

著打着学术性研究的幌子, 经过大量所谓 “学术包装冶 而极具迷惑性, 在海外产生了极坏影响。 不

仅如此, 张著中的一些错误乃至荒谬的观点, 也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国内, 并成为国内少部分

人虚无化毛泽东的 “证据冶。 对此, 国内学界对毛泽东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给予批判性回

应淤, 分析了其主要观点、 表现形式, 并对错误与危害进行了批判, 取得了较好的学术与政治效

果于。 其实, 早在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并批判张著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之前, 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

一批主流学者已自发组织了一场严肃的学术性批评与回应盂。 这构成了 21 世纪以来海外毛泽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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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海外毛泽东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批判性阅读研究冶 (17CKS006) 的阶段性成果。
刘仓: 《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评析》,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 年第 5 期。
韦磊: 《海外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4 年第 6 期。
这里所言的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主流学者, 主要是指以坚持对毛泽东理论与实践进行 “客观历史性研究冶 为旨趣的学

者, 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力图摒弃情感、 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限制, 继承海外毛泽东研究先驱史华慈超越 “爱冶 或 “恨冶 的高度来展开

研究的基本学术传统, 致力于勾画一幅关于毛泽东的真实、 完整的思想肖像。


